
摘 要：在我国现阶段，作为政府雇员（国家雇员）的公务员薪酬的公平性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颇多非议，作为

准政府雇员（准国家雇员）的国企高管薪酬的公平性更是受到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强烈质疑。总体上

看，台湾公营企业高管薪酬确已建立了不惧社会良知拷问的管理机制。该机制有公平性定位机制、两口袋机制、确数

机制和财产阳光机制等子系统。其最值得关注之处，是有“靠谱”的理论支撑。其对大陆准政府雇员（国企高管）及政

府雇员（公务员）薪酬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健全，无疑有极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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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各界人士非常踊跃的献计献策，但迄今为止，大陆作为准

政府雇员的国企高管的薪酬还是没有建立起可经受社会良知拷问的

管理机制，以千万元计的天价薪酬对社会机制和社会心理的毒化似

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理论工作者提出的“不靠谱”的政策建议、有关

政府部门的误判应该是主要原因。总体上看，台湾公营企业（类似大

陆的国企）高管薪酬确已建立了不惧社会良知拷问的管理机制。其最

值得关注之处是有“靠谱”的理论支撑。此外，有关政策具有非常强的

操作性也是重要原因。

一、可比能级为基点的公平性定位机制

公平性定位，是公营或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必须妥善解决的首要

问题。大陆国企高管薪酬管理最不靠谱之处也正在于此。
公营或国企高管薪酬公平性定位的关键，是判断“基点”或“参照

系”的选择。进一步分析，大陆国企高管薪酬不靠谱的关键也正在于

此。
依据职场伦理，台湾公营企业高管薪酬公平性定位的基点，是当

局能级相近的机关首长的薪酬。按台湾当局有关文件的规定，各公营

企业的第一责任人（董事长、总经理等）的基本薪酬，在上级机关首长

90%的范围之内，根据企业规模、经营目标达成情况、经营绩效等因

素综合评定具体数额。为吸纳优秀人才，盈利性的公营企业高管的基

本薪酬可以适度高于当局能级相近的机关首长，但仍是以相关机关

首长的薪酬为定位的基点。短期和长期激励也以相关机关首长为

间接基点，因为按相关规定，公营企业第一责任人的短期奖酬不超出

这些第一责任人 4—6 个月的基本薪酬；红利等长期激励超出公营企

业第一责任人基本薪酬部分，一律缴库。
对各公营企业第一责任人薪酬公平性做如是定位，隐含了以下

具有内在逻辑的支撑性理论。
1.在特定阶段，涉及到薪酬公平性定位时，当局机关首长和公营

企业第一责任人这两类公职人员的能级具有可比性。这里所说的“特

定阶段”，指公营企业第一责任人和机关首长的任用均基本为非市场

机制的时间段。
大陆现阶段国企第一责任人和机关首长的任用也基本上是非市

场机制。借鉴台湾的经验，当涉及薪酬公平性定位时，国务院有关部

委首长与央企第一责任人的能级具有可比性；各省或直辖市有关厅

局首长与省或直辖市属企业第一责任人的能级具有可比性；余类推。
具体操作时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有些省或直辖市属企业达到中央企

业规模，也可以比照央企确定第一责任人的薪酬。
2.与第一点相联系，当相关机关首长和公营企业第一责任人的

能级相同或相近时，他们的相对工作价值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应

认定为大致相同。
3.与第一和第二点相联系，相对工作价值大致相同的相关机关

首长和公营企业第一责任人的薪酬理当大致相同。
大陆国企高管薪酬的公平性定位的基点是企业一般员工薪酬的

平均数。政府有关部门曾先后规定，国企高管的薪酬分别为此平均数

的 8 和 12 倍等。必须说，这一定位基点及相关定位判断在现阶段太

不靠谱了！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1）当国企高管和机

关首长的任用均基本上为非市场机制时，国企高管的薪酬恰好是企

业一般员工的 8 或 12 倍等；（2） 国企高管的薪酬在若干年前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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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员工的 8 倍，若干年后应该是一般员工的 12 倍，等等；（3）中央、
省或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属的不同能级国企高管的相对工作价

值，相对于一般员工均为 8 或 12 倍等。
在英、法、德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国企高管的任用和薪酬决定

均大体上为市场机制，此时，在统计意义上确实可以看到国企高管的

薪酬与一般员工的薪酬平均数存在着倍数关系。这样的倍数关系确

实可以作为国企高管薪酬决定的参考。但将这样的倍数关系，套用于

我国现阶段的国企高管的薪酬决定，无疑经受不起社会良知的拷问！

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台湾公营企业高管薪酬公平性定位机制也

有其明显的缺陷：不利于从国际范围内为公营企业吸纳特别优秀的

管理人才，因而不利于公营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为此，新加坡采

取的变通措施是，非市场机制任用的高管，薪酬参照相同能级的政府

机关首长；借助于市场机制聘任的公营企业高管，薪酬参照国际市场

薪酬水平。

二、功效与牵引牛鼻类似的两口袋机制

台湾与公营企业高管薪酬相关的两口袋机制和一些企业内部的

两口袋机制大体上相同。
企业内部的两口袋机制，是将特定团队首长及其下属的薪酬分

为两个独立单元分别管理的机制设置。例如，某集团对其属下子公司

的薪酬管理规则是，总经理薪酬的具体数额由集团直接确定；三位副

总经理的薪酬为总经理的 60%～80%，平均数不超出 70%，具体数额

由总经理组织考核确定；其他所有员工的年度薪酬总额由集团确定，

在此额度内，由总经理组织考核确定具体员工的具体数额。集团确定

的特定子公司的两口袋薪酬分别为归属子公司高管 （总经理和副总

经理）的一口袋，归属其他员工的一口袋（如图 1 所示）。

台湾公营企业高管及其所辖员工的两口袋机制的设置规则是，

特定公营企业的两个第一责任人 （董事长和总经理） 共享一口袋薪

酬，包括其他高管在内的所有其他员工共享一口袋薪酬 （如图 2 所

示）。当局机关重点关注的是两个第一责任人共享的那一口袋薪酬。

由于抓住了薪酬管控的牛鼻子，台湾公营企业薪酬管理两口袋

机制具有以下长处：

1.可以确保高管不会通过提高一般员工的薪酬水涨船高地提高

自己的薪酬，从而可以避免“工资侵蚀利润”。在两口袋机制下，高管

与一般员工的薪酬一定程度上具有此消彼长关系。这是可以有效维

护国企利益的机制设置。在这样的机制下，大陆单个国企员工年平均

薪酬达到 36 万元的情况自然不会出现。但此时需要关注的是，高管

可能不恰当地控制一般员工薪酬提升公司业绩，从而间接地提高自

己的经济或其他方面利益。
2.可以确保高管不直接侵蚀一般员工的薪酬。
3. 可以使第一责任人外其他高管的人才引进在操作上更为便

捷。在台湾这样的“重点突出”的两口袋机制下，第一责任人外其他高

管的人才引进，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三、监管或监督成本极低的“确数”机制

台湾公营企业高管的薪酬采取“确数”机制：（1）公营企业两个第

一责任人的薪酬由当局相关机关直接决定；（2）当局相关机关给出的

是确定的数额，而不是某些执行弹性极大的原则，例如董事长和总经

理的薪酬 55 万元、70 万元等等。
与之相对的是大陆国营企业高管薪酬的“倍数”机制，例如，根据

政府有关部门的规定，高管薪酬为一般员工平均数的 8 或 12 倍等。
台湾公营企业高管薪酬的确数机制，可以看做是公营企业薪酬

管理两口袋机制的衍生机制或补充机制。因此，确数机制的最重要优

点是在两口袋机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确保公营企业高管薪酬的

管控到位。
此外，监管或监督成本极低也是确数机制颇具诱惑力的优点。
实践证明，大陆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倍数机制的监管或监督成本

太高，以致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媒体和民众的监督很大程度上难有

所为。
这是因为，较之确数机制，大陆的倍数机制是一个相当粗放的管

理机制，其在国企高管薪酬的具体数额把握上有太多的模糊之处。
1.作为倍数基础的员工平均薪酬数，是高管所辖企业的平均数、

所有国企的平均数、城镇所有企业的平均数，还是全国所有企业的平

均数？以城镇所有企业员工平均数为高管薪酬倍数的基础，可能最为

切合有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但以 2007 年城镇单位员工薪酬平均数

24 932 元为基数，高管 12 倍的薪酬也就 30 万元不到。领取千万元高

管的薪酬为此平均数的 400 倍左右。
2.作为倍数基础的员工平均数，是编制内员工的平均数，还是包

括劳务派遣制员工在内的所有员工的平均数？现阶段国企大多具有

垄断性质，不少国企的员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薪酬水平大大超出

一般市场水平的编制内员工，其二是薪酬水平大体与市场接轨的劳

务派遣等编制外员工。在有些企业，编制外员工的数量会远远超出编

制内员工。
3.是所有高管中薪酬最高者的薪酬是员工平均数的 8 或 12 倍等，

还是所有高管薪酬的平均数是员工的 8 或 12 倍等？

4.是中央企业，以及省或直辖市、地级市、县或县级市属企业高

管的薪酬均为员工平均数的 8 或 12 倍等，还是不同能级的国企相对

于员工平均数有不同的倍数？

5.作为员工平均数倍数的薪酬，是仅指现金计划的薪酬，还是指

涵盖现金计划、持股计划和期权计划三个部分的薪酬？

这些都决定了在大陆现阶段这样的倍数机制下，人们对国企高

管薪酬的监管或监督如同雾里看花！

四、作为监管补充性屏障的财产阳光机制

按台湾当局发布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公营企业董事长、总
经理等高管作为公职人员，必须和当局行政首长一样，按有关程序申

报自己的财产。连带地，公营企业高管的薪酬也自然置于阳光之下。
毫无疑问，大陆国企高管的财产申报制度也应尽早建立和完善，

图 1 企业薪酬管理的两口袋机制

图 2 台湾公营企业薪酬管理重点突出的两口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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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里旨在系统展示台湾公营企业高管薪酬管理的全貌。

五、对大陆国营企业高管薪酬管理的启示

启示一：在我国现阶段这样的任用机制下，国企高管薪酬的公平

性定位，以政府相关机关首长的薪酬为基点最为合情合理。这是因

为，现阶段国企高管和台湾公营企业高管类似，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依

行政机制任用的“准官员”，而不是依市场机制任用的职业经理人；国

企高管的生涯发展，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政府官员生涯发展的补充或

补偿。以台湾的经验推论，大陆国企绝大多数高管的“准官员”地位，

在短期内不会有显著的变化。因此可以推论，在当下及今后的相当长

的时期内，国企高管薪酬的公平性定位，都应当以政府相关机关首长

的薪酬为基点。
这里所谓“以政府相关机关行政首长的薪酬为基点”，是指央企

高管以中央政府相关机关首长（例如国家国资委主任等）的薪酬为基

点；省或直辖市属企业高管以特定省或直辖市政府机关相关行政首

长（例如特定省或直辖市的国资委主任）的薪酬为基点；余类推。
即便由于某种原因，不便以政府相关机关首长的薪酬为形式上

的基点，也须以其为实质性的基点。当我们确定特定能级的国企（例

如央企）高管的薪酬为城镇在职职工平均数的 8 倍或 12 倍时，最具

说服力的理由应该是，与央企高管相同能级的政府机关首长的薪酬，

为城镇在职职工的 8 倍或 12 倍左右。此时，政府机关首长的薪酬就

成为国企高管薪酬公平性定位的实质性基点。
启示二：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便以政府相关机关首长的薪酬为

公平性定位的基点，城镇在职职工薪酬的平均数，是相对合理的形式

性基点。当然，如果我国总体上没有城市先进、农村落后这样的社会

格局，以全国所有在职职工薪酬的平均数为形式性基点更为合情合

理。这首先是因为，政府机关首长乃至所有的公务人员的薪酬，须与

所管辖所有劳动者的薪酬具有水涨船高的关系，而不是只与其中的

某部分劳动者具有这样的关系。由于绝大多数政府机关首长就业于

城镇，以城镇在职职工薪酬的平均数为政府机关首长薪酬公平性定

位的基点，更为合乎大陆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由此可以推论，国企高

管薪酬的公平性定位，应以城镇在职职工薪酬的平均数为形式性基

点。
2009 年 9 月 16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其他部门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规定央

企高管薪酬以央企在职职工薪酬平均数为基点。这无疑有太多令人

感慨之处。关键是，央企高管薪酬与央企在职职工的薪酬比较，属央

企内部薪酬的公平性比较，它不能替代央企高管与中央相关机关首

长这两类相同能级社会精英薪酬的外部公平性比较。此外，现阶段央

企大多具有垄断性，其职工薪酬水平偏高有失公平已在很大程度上

成为人们的共识，将央企高管的薪酬建立在如是有争议的基点上，有

悖社会良知。还有，如果央企高管薪酬公平性定位以央企在职职工薪

酬平均数为基点，那么，省或直辖市属企业高管薪酬理当以省或直辖

市企业在职职工的平均数为基点；余类推。但现在权威机构并不能提

供与此相关的信息，这可能被人们联想为规避公众和媒体对国企高

管薪酬的监督。
启示三：重点管控处于关键岗位的国企高管的薪酬，既有助提升

管控的成效，又有助提升国企的活力。长期以来，大陆政府有关部门

总是把国企高管作为一个整体，在薪酬管控方面眉毛胡子一把抓。台

湾的经验是，可以且有必要把国企高管划分为关键性和一般性岗位，

前者为国企的两个第一责任人（董事长和总经理），后者为两个第一

责任人外的其他高管。对关键性岗位高管的薪酬紧抓不放，薪酬管控

可以事半功倍；对一般性岗位高管充分放权，国企可以享有更多的经

营自主权。
启示四：政府有关部门对国企关键性岗位高管薪酬的管理，既须

有指导性的原则，又须有实实在在的操作性方案。在大陆，自计划经

济时代演变而来的政府有关部门，当下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向了另一

个极端，即对须精细作为事项的粗放运作。在国企高管薪酬管理方

面，政府有关部门热衷的是推出一些不着边际的指导性意见，把确定

高管薪酬具体数额的琐碎事项推给对此几乎必然会做出扭曲决策的

公司董事会、推给现阶段很大程度上无能为力的市场。台湾的经验表

明，确定国企高管关键性岗位（董事长和总经理）薪酬的具体数额，是

政府相关部门的份内之事。
启示五：对国企高管薪酬的管控，“信息知晓度”的调节有时比

“数量差异”的调节更为重要。在大陆，政府有关部门对国企高管薪酬

的管控，几乎就是数量差异的调节，即试图通过有关政策，使国企高

管薪酬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均在合适的变动区间内。对于提高信息的

透明度，以提升公众和媒体监督的便利性，似乎思之极少。有理由相

信，有恰当的信息知晓度提供的压力，数量差异方面的失衡最终总是

会得到修正。与此同时，较高的信息知晓度对国企高管薪酬决策的宏

观机制，也会有强有力的修正压力。这对于解决当下国企高管薪酬管

理和尚太多造成的作为不力甚或不作为、国企高管薪酬公平性基点

和倍数确定难以经受社会良知拷问等问题，都会形成强大的修正压

力。这应该是台湾公营企业高管薪酬经验对大陆国企高管薪酬管控

最有价值、最有张力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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